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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美國新聞自由的迷思

⊙ 張濤甫

 

新聞需要理想，但時常被神話所捕獲。在很多人心目中，美國的新聞是自由、獨立的。幾百

年前，美國式民主的締造者之一湯瑪斯‧傑弗遜曾經這樣激情豪邁地說道：「人民才是他們

政府的真正審查者。他們必須通過報紙享有充分的資訊……如果讓我來決定我們是應該擁有

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一個沒有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這種觀點在

美國社會中代代相傳，已經成為美國國家和人民精神的象徵。但是，這種美國人心目中的新

聞理想漸漸演化成為莫名其妙的自由神話。在現代社會中，新聞自由的真正含義已變得十分

曖昧。新聞自由的神話經過多次轉手，變得亦真亦幻，讓多人神往，也讓多人迷惑，特別是

局外人看它，往往是霧中看花，容易被它誘惑，也容易產生誤解。W‧蘭斯‧班尼特所著的

《新聞：政治的幻象》淋漓盡致地揭示了美國新聞自由的迷思。1這部美國政治傳播的經典之

作將美國現實新聞政治的內在邏輯和玄機揭示得入木三分，系統、深入、細緻地破解了美國

政治資訊體系的密碼。W‧蘭斯‧班尼特以他深刻的洞見讓我們看到美國新聞政治的內奧：

「其實皇帝甚麼衣服也沒有穿」！

新聞：政治的傳導線

美國新聞政治存在著十分複雜的權力關係。表現在政治家、記者和公眾之間的三角關係上，

三者之間既互相制衡，又相互利用。局外人往往很難看得清楚內在的肌理，時常是霧裏看

花，容易會對美國新聞自由產生迷信。班尼特的分析讓我們看到美國新聞政治複雜的關係。

在他看來，在政治、媒體與公眾三角關係中，政治家在多數情況下是佔據了上風的，他們操

縱了美國新聞政治。眾所周知，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底下，政府的空間並不是無限的，而是有

限的。美國制度的設計者們已經設計出一個比較苛刻的制度來限制政府的權力，但這並不意

味著政府就願意俯首貼耳地屈服於制度的約束。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政治家搗騰出許多名

堂，千方百計地尋找有利於他們利益的空間，巧妙地把媒體和民意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在大眾傳媒時代，資訊是權力的基礎，對於政治而言，尤其如此。管理、控制媒體已經成為

成功的政治統治的重要部分。從市政廳到白宮，從基層的社會運動到龐大預算的利益組織，

無不如此。利用新聞進行統治，這已不是甚麼秘密。政治家參與新聞遊戲的目的是：構築符

合政治要求的形象。在大眾傳媒時代，政治家的表演舞台漸漸被搬到了媒體上，政治家都習

慣走到公眾面前，利用大眾傳媒向廣大民眾傳遞他們的思想，因此，政治就變成了表演的藝

術，為了政治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正如約翰‧基恩所言：「政治是一種既製造假像，又

讓人們相信這種假像的藝術。政治家非常依賴這種藝術」。2「徹頭徹尾的說謊和所謂的秘密

總是被看成達到政治目的的合法手段」。3利用資訊控制政治是一種常態，領導者和政治黨派

深諳資訊遊戲的潛規則。製造新聞的政治角色往往花大量的時間和財力尋找能夠更好地推銷



本人和自己觀點的途徑，而不是考慮如何邀請公眾參與討論那些重要問題。在新聞政治中，

政治家始終佔據著優勢地位，而記者和公眾越來越成為配角。雖然在美國民主制度框架裏，

新聞媒體曾經被賦予監督政府的權力，這所謂的「第四種權力」曾令很多傳媒人為之陶醉。

但現實處境遠遠沒有這麼單純。媒體根本不是甚麼監控或是監管精英政府的「把關人」。在

更多的情況下，媒體則是政治的傳導線，它把信號傳遞給民眾。媒體不僅負責把政治資訊傳

遞給公眾，還要負責過濾公眾對政治資訊的反應。在這種聲音與政府的觀點不一致的時候，

對社會上的異見往往要進行限制。在這種新聞政治過程中，權力依賴於對資訊的掌握，以至

於把資訊看成了為政治家量身訂做的東西。

不過，在美國的民主政治框架下，政治家還不敢明目張膽地蔑視記者和公眾。畢竟在美國式

民主名義下，政治還不能直接越權，把媒體和公眾不放在眼裏，將他們的政治企圖直接暴露

在光天化日底下。政治家不得不遵守民主程序，不得不尊重程式正義。政治家不能明火執仗

地控制媒體，他們往往暗渡陳倉，政治家家憑藉其圓熟的政治技巧來擴展媒體，並讓媒體和

公眾幾乎發現不了他們的破綻。比如，他們安排記者招待會或者在截稿之前合適的時機發佈

新聞，向友好的記者提供獨家新聞或專訪；甚至與那些渴望接觸名人或當權者的新聞從業者

共進晚餐。今天的政府各級官員中，幾乎沒有人敢忽視政治傳播的技巧。在大眾媒體時代，

善於利用媒體來擴大自身政治影響的政治家將從中受益非淺。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他們不可

能直接面對政治領袖，他們更多的是依賴大眾媒體來瞭解政治家的作為。媒體是連接政治家

和社會公眾的有效管道。媒體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不把媒體「搞定」，很難贏得政治的

成功。因此，政治家把媒體關係作為一門必修課，如果這門課過不了關，那麼在政治上也很

難走得很遠。甘迺迪在他大選獲勝後說：「沒有電視這玩意兒，我們不會成功。」雷根不僅

通過電視獲得了勝利，還通過它實施統治和管理。只有他和甘迺迪充分發揮了電視的優勢。

雷根知道如何抓住觀眾，並把他們的力量轉化為與自己共同的看法。4當然，並不能要求每一

個政治家都像羅斯福、雷根、甘迺迪那樣懂得駕馭媒體藝術的神功。尼克森以及克林頓因惡

劣的媒體關係而吃盡了苦頭。

在現代政治實踐中，越來越多的政治家雇用專門的新聞官員、媒體公關人員、諮詢專家等專

業性人才來為他們效力。這就刺激了媒體公關這一職業的興盛。現代政治的世界居住著新聞

管理的各類專家：新聞發言人，他們將政治家解讀給媒體；媒體策劃大師，他們與記者對話

並建議記者製作出對政治家有利的報導；以及幕後各級民意調查專家、公共關係專家，以及

形象顧問，他們設計政治家行為，並對結果進行評估。據估計，美國傳播學專業人才的數量

達到15萬人，已經超過了記者的數量（13萬），而這一差距還在繼續拉大。無數政府新聞官

員使用公共關係藝術。通過公共關係，這種說謊藝術在美國得到了普遍的發展。智囊、諮詢

者提供的資訊是政治說謊藝術的力量所在。政界人物必須依賴溝通顧問和專業人員來為它們

找到策略，為它們的資訊傳播奪取寶貴的空間。新聞製造者和他們的顧問們已經開發出更為

精密的技術來了解公眾的心態，並管理來自政府部門、商業以及利益組織的新聞流。隨著這

些戰略傳播反覆成為新聞製造者們（政客、商界、利益群體、名人以及其他國家）使用的常

規手段，新聞內容越來越由幕後運作的傳播學專業人才來設計。通過市場研究和勸說的技巧

設計，安排和渲染新聞，從而使新聞達到最顯著的媒體效果。政治人物越來越多地利用媒介

公關技術來控制媒體，實現媒體新聞流的定點投放，這就是所謂的給媒體「餵食」。

美國政治對新聞的控制不是那種赤裸裸地強制性控制，而是採取了說服、鑽空子的手法，十

分隱蔽地把政治意圖巧妙地借助媒體傳播出去了，我們不得不佩服美國政治家們的政治傳播

技巧，他們真是煞費苦心，其攻心之術已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如果不知道政治傳播的



把戲，那些笑裏藏刀的政客們把你賣了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呢。不過，官方控制媒體不是沒有

代價的。W‧蘭斯‧班尼特認為，官方控制新聞的一個長期結果就是限制了美國人民的視野和

思想，政治世界成為一個完全可預知的領域。媒體中的政治多是固定不變的形式、可預測的

政治姿態以及膚淺的形象。相似的解決方案在誇張的努力中被重複使用，以期解決長期存在

的問題。人們逐漸接受了諸如貧困、犯罪、失職、戰爭以及政治冷淡等問題的存在，視之為

生活中的現實，而並不把他們看作政治權力集中、經濟關係中的剝奪本質，以及對政治傳播

方式玩世不恭的濫用所造成的悲慘後果。

媒體的尷尬

W‧蘭斯‧班尼特對新聞媒體的表現深表擔憂。在他看來，新聞界對於新聞控制的反應非常複

雜。一方面，新聞媒體不得不屈服於現實政治和經濟的壓力。另一方面，新聞媒體也不甘任

政治之手的控制，他們有時會反過來報復政治的傲慢與偏見。即使成功操縱新聞的政治家也

可能會突然發現媒體正在撕咬餵食給他們的手。為甚麼新聞媒體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W‧蘭

斯‧班尼特認為其原因在於：

（一）、媒體的商業壓力。這是現今美國媒體的主要病灶所在。商業壓力讓記者和新聞機構

經常犧牲新聞的深度和多樣性來獲取圈內人士的觀點、醜聞，聳人聽聞的消息等。由於大眾

傳媒時代的新聞機構受到日益控制他們的大財團的利潤壓力，他們普遍的趨勢是尋求最方便

採寫、也最容易吸引讀者的稿子。由於壓縮開支，每天硬新聞定額不斷減少，新聞越來越向

生活方式方面的特稿和實用新聞靠近，如健康、消費、天氣、時裝和旅遊諮詢等。新聞越來

越依賴於公關、政府發言人和傳媒顧問提供的精心包裝的新聞素材和新聞事件。由於新聞內

容為商業價值所限，新聞主管和市場顧問考慮的主要問題是：甚麼樣的新聞能賣得出去，而

不是如何教育人們理解具有挑戰性的事情。在這種壓力下，媒體就沒有心思在報導政府行為

之外再做甚麼努力。幾乎每一個主要的新聞機構都裁減了國際報導隊伍，只有很少有幾家還

能保持必要的聯繫網路，以便報導這類複雜的轉瞬即逝的事件。在美國，只有CNN還有一支可

靠的國際採編隊伍，即便如此，當它的母公司時代華納與美國線上合併以後，這一隊伍也在

不斷縮減。公司高層要求CNN增加利潤，並且比時代華納前一次合併時提的要求還高。

對於多數美國人來說，市場驅動下的、商業化的新聞，可能是自由的縮影，但是這種體系所

產生的報導範圍狹窄的問題值得關注。把美國與歐洲的一些國家進行比較，其結果是：美國

記者在報導過程中受到的限制最少，但是在如何報導一個假定的新聞事件上，美國記者的選

擇範圍最為狹窄。

（二）、媒體自身問題。眾所周知，新聞媒體在長期的職業實踐中已經積累了一套專業性的

規則和制度，形成了一系列豐富的專業理念、規則和方法，這些東西後來漸漸被歸落到新聞

專業主義的名目之下，成為新聞媒體捍衛職業共同體利益的集體性話語。我們經常看到媒體

打出專業主義的旗號來對抗政治的無理干預。但是，W‧蘭斯‧班尼特卻看到了這專業主義背

後的內虛和尷尬。就拿專業主義中的核心理念「客觀性」來說，W‧蘭斯‧班尼特認為，正因

為新聞職業的準則要求避免傾向性的出現，反而最終導致了一邊倒的傾向性。一方面，新聞

的職業準則，對於新聞獨立和客觀報導提出了要求，為新聞報導的狹隘和從官方角度報導新

聞，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而另一方面，這種職業準則又製造出一種新聞獨立和客觀報導

的假像，讓人覺得這種新聞是呈現事實報導的最好方式。新聞的職業準則把一個扭曲的政治

觀引進了新聞，而且還把它稱之為廣泛和真實。職業準則要求新聞必須做到客觀、公正，但



是這要求只會把記者推向新聞操縱者的懷裏，那些精明的新聞製造者們針對新聞行業的所謂

客觀性，設計出一系列貌似客觀的事實，現成地喂給記者，讓記者正中了他們設下的圈套。

班尼特對新聞媒體「客觀性」規則的分析與霍爾等人的觀點相似：「要保證媒介敘述總是基

於來自『可靠』消息來源的『客觀的』和『權威的』陳述，這就意味著，媒介消息來源不斷

地轉向那些重要社會機構的可靠代理人──議員談論政治話題，雇主和工會領導談勞資問

題，等等」。「這些機構代理人之所以『可靠』，不只是因為他們所在機構的力量和地位，

還緣於『代理人』的地位：他們既代表『人民』，又代表有組織的利益集團。」5新聞生產的

實踐壓力和公正客觀的專業要求一旦結合，便使媒介結構性地、有系統地過分接近那些強有

力的、在機構中有特權地位的人。於是，媒介會誠心誠意地、全面地趨向於符號化地複製社

會的制度性秩序中的權力結構。6由於對新聞來源的依賴，那些新聞製造者實際上控制著記者

所需要的資訊，新聞媒介對資訊來源的依賴，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給社會權力集團以控制媒

體的契機。此時的「客觀性」內部就包含著複雜的權力關係在其中了。

由於受到經濟壓力的影響，硬新聞的空間越來越小，媒體記者的報導興趣越來越集中到

「軟」新聞上。新聞消費者的調查和觀眾收視率的資料證實了嚴肅的、有關政治和國際問題

的硬新聞不太受歡迎。最受歡迎的新聞題材是那些在生活方式和消費領域對他們有影響的話

題，如犯罪、名人、明星緋聞、健康與娛樂。在新聞興趣方面的調查中，政治新聞和國際新

聞的得票率是最低的（除了突發性的國際危機，如「9.11」那樣的恐怖襲擊事件）。在18-29

歲的年輕人中，只有10 %的人對政治新聞和國際新聞感興趣。與之對應的，他們對犯罪新聞

的興趣高達40 %。由於經濟利益驅動和對受眾市場調查的錯誤解讀，即使是政府新聞現在也

變得越來越「軟」，充斥著性醜聞、對政治家煽情的指控和對於官員中浪費與腐敗現象的指

責。對市場的關注使記者的新聞價值觀轉向那些更富有戲劇性、資訊更清晰、情節更簡單的

報導。新聞經常是太局部化，太膚淺了，只關注危機、醜聞、個人戲劇和政治團體和他們的

權力之爭。這種只想找到最好的新聞故事，而不是幫助公眾對整個事件有最好的瞭解的傾向

導致了主流媒體資訊的雷同。對於轟動效應的追求強化了記者與政治家為敵的趨勢：他們通

過種種蛛絲馬跡、傳聞或者政治家對手廉價的指控來進行報導。這就出現了這樣十分滑稽的

現象：為了控制記者的報導，政治家及其媒體顧問，處心積慮地進行媒體公關，目的在於通

過給「野獸餵食」，來控制對方，但是結果並不都能遂人願，那些記者會反過來撕咬「餵

食」的手。新聞製造者希望控制、利用媒體記者，但是媒體記者有時候會反咬一口。雙方鬥

智鬥勇，控制與反控制在緊張地較量，這構成了美國新聞政治的奇異景觀。

公眾：新聞的奴隸抑或政治的奴隸？

在現代社會中，政治和媒體都在爭奪公眾。政治需要公眾的支援，以獲得政治合法性支持，

沒有公眾的支持和認同，政治就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基礎。同樣，媒體也需要公眾的關注，作

為社會公器，媒體是民意的表徵，離開公眾，媒體也就失去了合法的存在理由。更重要的

是，沒有公眾的支持，媒體也就失去了市場根基。從理論上講，在政治家、記者和公眾三者

之間，公眾應該是最重要的力量。但事實上，在技術化的現代民主社會中，公眾越來越變成

被利用的角色。這在新聞政治中表現得十分充分。

公眾為甚麼需要新聞呢？在W‧蘭斯‧班尼特認為：一是好奇心和監督：人們需要搜集日常生

活有用的資訊來生活；二是娛樂和逃避：由犯罪故事和政治醜聞而改編的有趣戲劇可以使人

們獲得愉悅，同時可以逃避現實；三是社會和心理矯正：通過新聞與生活保持聯繫並且立足



於社會。公眾需要新聞，就像生活中需要有空氣一樣。但是在遭遇新聞的時候，人們卻遇到

越來越多的麻煩。在接受新聞過程中，公眾往往陷入兩難：相信誰，相信甚麼？如果他們忽

略，或者不在意製造新聞的官員和輿論領袖所說的話，那麼他們就可能被孤立，而不能形成

在民主國家中最為重要的公民資源──輿論。相反，如果人們克服了政治疑慮，成為公眾中

的一部分，那麼他們又必須調整自己的觀點，以保證與媒體一致。在這個傳播陷阱中，人們

普遍遭遇兩種相互矛盾、讓人無能為力的政治情形：第一種是儘量想要顯示出獨立姿態而避

免政治承諾，第二種是試圖政治媒體每天報導的某種政治幻想來碰運氣，避免政治孤立。

美國人是新聞的奴隸嗎？這是在政治傳播研究中引起激烈爭論的問題之一。儘管你可以認為

新聞每天都在給人們洗腦，或者容易讓人們輕信新聞報導中的內容，但是將人們簡單地稱為

新聞的奴隸是非常不準確的。人們不會盲目地相信他們在媒體中聽見、看見和閱讀到的東

西。在遭遇了那麼多的精心策劃的宣傳之後，作為新聞消費者，題目已經非常警覺了。

甚麼樣的新聞資訊得以在公眾的頭腦中通過？人們到底是自己進行思考？還是新聞已經代替

他們進行了思考？答案是：人們創造性地將媒體代表（新聞、政治廣告、言論、專家言論）

中提供的資訊和提示，結合到個人思考之中。每個人都會形成一種選擇（擯棄）政治資訊的

策略。班尼特認為，受眾在接受新聞時有其獨特的處理方式，他歸納出以下幾種方式：

一是收集報導中的所謂事實。班尼特引用了資訊和輿論管理方面的大師羅伯特‧梯特爾觀點

解釋：「人們並不是根據重大的決策披露來做決定，而是根據電視廣告和故事中成千上萬條

細小的資訊來形成觀點的」。

二是運用感覺和情感。如果沒有足夠情感懸念，人們不願意注意這些故事。在多數情況下，

為了讓某種情形下的資訊引起人們的注意，必須形成一定程度的情感刺激。人們接受情感

（矯情）的資訊可能比接受的事實（認知）更重要。這些重要的認識，也有助於解釋為甚麼

對於人們來是說電視比其他媒體更重要。

三是比照個人經驗來判斷資訊。關於資訊處理，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人們是「懶惰」的資訊

處理者或者是認知「吝嗇鬼」。人們主要依賴直覺、個人經驗，以及當時的生活境況，甄別

資訊和對政治進行判斷。鑒於此，許多來自外部世界的資訊就大打折扣，因為它不觸及個人

經驗。因此，人們在處理資訊的過程中就抄近路，形成了政治學家撒母耳‧帕普金所說的

「低資訊合理性」的政治判斷。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公眾在接受新聞時，有自己的接受偏好。在市場化和大眾民主時

代，政治家和記者都得有求於公眾，為了投其所好，必須順著公眾的喜好。如果逆他們的意

願，反過來也會遭到大眾的報復。如果說，大眾是新聞的奴隸，要看在哪個層面上講。如果

政治和媒體功能摸准大眾的心理，大眾就成為新聞的奴隸；如果政治和媒體，硬要牽著公眾

的鼻子走，普羅大眾也不會答應。這中間的分寸如何拿捏，也許沒有統一的標準，要看三方

力量的博弈如何達致平衡。

如何走出困境？

新聞政治在面對困境的時候，希望政府、媒體和公眾能有一個魔棒，輕輕一搖，一切問題迎

刃而解。班尼特認為，這是一個天真的想法。班尼特給人們開了不少的藥方，但不是猛藥，

只是一般的消炎、解毒的藥劑，雖然不能一下子解決問題，但比較實用，可操作性也較強。



班尼特的辦法有：對新聞進行解讀，更好地接受資訊；識別陳腔濫調、意味深長的描寫和情

節公式；識別新聞控制的標記；以批判的態度面對那些一邊倒的所謂事實；尋找其他的資訊

來源驗證黨派觀點；學會自我批判。這些方法不甚高調，不過，對於一般的社會公民而言，

上面的方法顯得有點奢侈。班尼特還沒有忘記對記者和政治官員的建言。他對記者是這樣建

議的：通過加入更多的歷史和機構背景而創造性地使用個人化和戲劇化手段；在新聞中引入

你自己的聲音和見識；避免使用阻礙新觀點的陳詞濫調和陳舊模式；對於某一形勢下出現的

技術性術語、程式和關鍵的壓力群體加以界定；解釋新聞的重要性。這些辦法都是技術性策

略，有助於改善媒體問題，但這些技術策略很難解決制度性問題，畢竟美國的新聞政治的問

題已經深入到制度層面，僅僅依靠記者們個人的努力是無力回天的。那麼制度性改革就需要

有政府來解決了。再看作者對政治家和政府是怎麼進言的：限制金錢流向政治家；把候選人

的辯論模式制度化、把報導重要立法的模式制度化；控制媒體壟斷；為公共廣播提供更多的

資金（和允許有更多創造性的制度）；加強對有線和廣播許可證持有者的公共服務要求。這

些建議可謂是用心良苦。問題是要政府用籠頭把自己限制起來，是否有點一相情願？政治家

們好不容易從對他們不利的民主制度中尋找到了縫隙，現在又要他們自己把這些漏洞堵上，

他們真會願意嗎？班尼特《新聞：政治的幻象》一書的真正價值倒不在於開出的藥方，而是

對美國新聞政治的診斷。班尼特以其充分、精緻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洞穿了被民主、自由包

裝起來的美國新聞政治的秘密，此乃該書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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